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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的
 

探讨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对自身及对方衰弱的影响,为社区康复护理干预提供依据。方法
 

便利选取

312对社区老年夫妻,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、Tilburg衰弱量表、锻炼健康信念量表和体育锻炼等级量表进行调查,建立老年夫妻

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与衰弱的主客体互倚模型。结果
 

社区老年人衰弱总发生率12.50%。妻子衰弱发生率显著低于丈夫。主

客体互倚模型显示,夫妻运动量对自身衰弱状态存在主体效应,对配偶的衰弱状况存在客体效应;夫妻锻炼健康信念对自身运动

量存在主体效应,对配偶运动量存在客体效应(均P<0.05)。结论
 

社区老年夫妻间的体育锻炼可明显影响彼此的衰弱情况,双
方的锻炼健康信念又可同时调节彼此的体育锻炼行为。应将二者视为整体,结合锻炼健康信念构建针对性的干预方案,以减轻或

逆转衰弱症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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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

 

Objective
 

To
 

explore
 

the
 

impact
 

of
 

exercise
 

health
 

beliefs
 

and
 

the
 

amount
 

of
 

exercise
 

of
 

the
 

elderly
 

couples
 

in
 

community
 

on
 

their
 

own
 

and
 

their
 

spouses'
 

frailty,
 

and
 

to
 

provide
 

a
 

basis
 

for
 

community
 

rehabilitation
 

care
 

interventions.
 

Methods
 

A
 

total
 

of
 

312
 

community-dwelling
  

elderly
 

couples
 

were
 

conveniently
 

selected,
 

and
 

surveyed
 

using
 

the
 

general
 

information
 

questionnaire,
 

the
 

Tilburg
 

Frailty
 

Indicator
 

(TFI),
 

the
 

Exercise
 

Health
 

Beliefs
 

Scale,
 

and
 

the
 

Physical
 

Activity
 

Rating
 

Scale-3
 

(PARS-3).
 

An
 

actor-
partner

 

interdependence
 

model
 

of
 

exercise
 

health
 

beliefs,
 

amount
 

of
 

exercise,
 

and
 

frailty
 

in
 

the
 

community-dwelling
 

elderly
 

couples
 

was
 

established.
 

Results
 

The
 

overall
 

prevalence
 

of
 

frailty
 

among
 

the
 

community-dwelling
 

elderly
 

was
 

12.50%.
 

The
 

incidence
 

of
 

frailty
 

in
 

wives
 

was
 

significantly
 

lower
 

than
 

that
 

in
 

husbands.
 

The
 

actor-partner
 

interdependence
 

model
 

showed
 

that
 

the
 

exercise
 

behavior
 

of
 

the
 

couples
 

had
 

a
 

subject
 

effect
 

on
 

their
 

own
 

frailty
 

status
 

and
 

an
 

object
 

effect
 

on
 

their
 

spouses'
 

frailty
 

status,
 

and
 

the
 

exercise
 

health
 

beliefs
 

of
 

the
 

couples
 

had
 

a
 

subject
 

effect
 

on
 

their
 

own
 

amount
 

of
 

exercise
 

and
 

an
 

object
 

effect
 

on
 

their
 

spouses'
 

amount
 

of
 

exercise
 

(both
 

P<0.05).
 

Conclusion
 

The
 

physical
 

exercise
 

behavior
 

of
 

community-dwelling
 

elderly
 

couples
 

can
 

signifi-
cantly

 

affect
 

each
 

other's
 

frailty
 

status,
 

and
 

both
 

parties'
 

exercise
 

and
 

health
 

beliefs
 

can
 

simultaneously
 

regulate
 

each
 

other's
 

physi-
cal

 

exercise
 

behavior.
 

Both
 

aspects
 

should
 

be
 

regarded
 

as
 

a
 

whole,
 

and
 

a
 

targeted
 

intervention
 

program
 

should
 

be
 

constructed
 

in
 

combination
 

with
 

exercise
 

health
 

beliefs
 

to
 

alleviate
 

or
 

reverse
 

the
 

frailty
 

symptom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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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我国老龄化日趋严峻,衰弱作为老年人身体

健康和功能残疾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,现已成为研究

热点之一。衰弱在我国社区老年人中发生率约为

10%[1]。衰弱易与多种慢性病共存,能引起老年人身

体功能下降,同时与抑郁、骨折、跌倒、再入院等多种

不良结局有关,加重医疗卫生负担[2-4]。体育运动是

解决老年人衰弱的有效手段,可改善其身心状态,提

高生活质量[5-6]。但老年人由于自身身体状况、运动

习惯、家庭社区环境各不相同,其运动参与率与依从

性不同,导致体育锻炼效果不理想。二元疾病管理理

论(Theory
 

of
 

Dyadic
 

Illness
 

Management,TDIM)将
患者及其照顾者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,强调疾病

管理需要双方共同参与,以此达到双方关系质量提

升、疾病管理行为增强等目的[7]。同时,在慢性病管

理领域,学者提出应在社会支持层面,尤其是夫妻之

间,对老年人的疾病进行管理[8-9]。因此,探究社区老

年人体育锻炼行为对衰弱的影响应以夫妻为单位,考
量夫妻间的交互影响。健康信念模式(Health

 

Belief
 

Model,HBM)提出健康信念通过影响个体心理,使之

改变自身行为并加以维持,最终达到促进并维持健

康[10]。当前,二元视角下的衰弱相关研究并不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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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[11-15],如针对衰弱的评估维度单一;基于数据库数

据进行挖掘,但我国尚无相关数据库;多为老年夫妻

双方衰弱所带来的影响,尚无对衰弱的影响因素进行

二元层面的分析。因此,本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式,
厘清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体育锻炼运动量及

衰弱间的关系,为构建社区老年夫妻二元运动干预方

案提供参考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郑州市林山寨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属社区卫生服务站符合标

准的老年夫妻。纳入标准:①年龄≥60岁;②两人同

居且在社区居住5年以上;③双方均可与研究者进行

正常交流,可理解问卷内容;④双方均知情同意,自愿

参与研究。排除标准:①双方或一方有严重心、脑、
肾、眼、四肢、神经病变等严重并发症或终末期疾病;

②双方或一方患有骨折、偏瘫、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等

影响肢体功能的病变。本研究已通过郑州大学生命

科学伦理审查会审查(ZZUIRB2021-154)。本研究

22个变量,根据样本量粗略估计方法:样本含量取变

量数的10倍[16],同时考虑到20%的无效问卷,因此,
本研究所需的样本量275对老年配偶。本研究共调

查312对老年夫妻。只与配偶同居136对;家中有其

他照护 者 50 对;人 均 月 收 入 <1
 

000 元 83 对,

1
 

000~2
 

000元169对,>2
 

000元60对;医保类型

包括城镇医保213对,新农合79对,其他20对;婚
龄<40年11对,40~50年175对,>50年126对。
老年夫妻双方一般资料见表1。

表1 老年夫妻双方一般资料

项目
妻子

(n=312)
丈夫

(n=312)
年龄(岁,x±s) 70.05±6.06 72.10±6.26
BMI[人(%)]

 偏瘦 76(24.4) 31(9.9)

 正常 155(49.7) 141(45.2)

 超重 54(17.3) 99(31.8)

 肥胖 27(8.6) 41(13.1)
文化程度[人(%)]

 小学及以下 139(44.6) 141(45.2)

 初中 114(36.5) 115(36.9)

 高中及以上 59(18.9) 56(17.9)
并存慢性病数量[人(%)]

 0个 73(23.4) 83(26.6)

 1~2个 178(57.0) 190(60.9)

 ≥3个 61(19.6) 39(12.5)

1.2 方法

1.2.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,根据研究目

的并结合文献研究自行设计,内容包括年龄、性别、

BMI、文化程度、是否只与配偶同居、家中是否有其他

照护者(保姆、护工等需要支付薪水的照护者)、家庭

人均月收入、医保类型、婚龄、并存慢性病数量。②
Tilburg衰弱量表(Tilburg

 

Frailty
 

Indicator,TFI)。
该量表由Gobbens等[17]研制,用于评估社区老年人

衰弱状况。第一部分包括衰弱的影响因素及慢性疾

病状况等10个条目;第二部分包括用于评估衰弱的

具体内容,其中躯体维度8个条目(自然的体质量下

降、一般健康状况、行走困难、平衡、视力问题、听力问

题、握力、疲劳感),社会维度3个条目(独居、社会关

系、社会支持),心理维度4个条目(记忆、抑郁症状、
焦虑、应对能力)。计分范围0~15分,≥5分则为衰

弱;分值越高,衰弱程度越严重。本研究为评估衰弱,
只选用量表的第二部分进行调查,其Cronbach's

 

α系

数为0.71[18]。在本研究中丈夫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

0.716,妻子为0.767。③锻炼健康信念量表。由于

志华[19]编制,量表共有6个维度,知觉到的障碍包括

9个条目、知觉到的益处包括7个条目、行为线索包

括7个条目、疾病易感性包括7个条目、疾病严重性

包括6个条目以及自我效能感包括5个条目。采用

Likert
 

5级评分法,1分表示“非常不同意”,5分表示

“非常同意”,总分41~205分,分值越大表明锻炼健

康信念水平越高。其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74。在

本研究中丈夫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814,妻子为

0.868。④体育锻炼等级量表(Physical
 

Activity
 

Ra-
ting

 

Scale-3,PARS-3)[20]。用来衡量体育锻炼的运

动量。共3个维度即频率、强度、时间,每个维度有1
道主观选择题目,采用Likert

 

5级评分,频率(1个月

1次以下、1个月2~3次、每周1~2次、每周3~5
次、大约每天活动1次)和强度(轻微运动,如散步、广
播体操;小强度的不太紧张的运动,如慢跑、太极拳;
中等强度较激烈的持久运动,如骑自行车、跑步;呼吸

急促、出汗很多的大强度但不持久的运动,如打羽毛

球,网球;呼吸急促且出汗很多的大强度持久运动,如
赛跑、游泳)分别计1~5分,时间5个等级(10

 

min及

以下、11~29
 

min、21~30
 

min、31~60
 

min、60
 

min
以上)分别计0~4分。运动量=频率×强度×时间

(min)。分值范围0~100分,低强度运动量为0~19
分、中等强度运动量为20~42分、高强度运动量为

43~100分。崔玉刚[21]将该量表用于老年群体中,其

Cornbach's
 

α系数为0.76。在本研究中丈夫Cron-
bach's

 

α系数为0.734,妻子为0.722。

1.2.2 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开始前选取10对夫妻

进行预调查,遇到的个别条目表述不清导致老年人

无法理解的问题,通过与受试者沟通,对条目内容进

行了修改。正式调查时研究者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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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语,在征得同意后发放问卷。所有调查问卷当

场收回,查看有填写不全时请研究对象补充。正式

调查共发放问卷340套,剔除规律作答和配偶单一

作答问 卷,获 得 有 效 问 卷312套,有 效 回 收 率 为

91.76%。

1.2.3 统计学方法 使用EpiData3.1软件整理数

据,双人进行录入和核对数据,并使用SPSS26.0软

件进行统计分析。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描述,行χ2 检

验。计量资料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,服从正态

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,不服从

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;采用

Pearson相关性分析或Spearman秩相关分析来分析

社区老年人及其配偶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。采用

AMOS23.0软件构建社区老年人及其配偶锻炼健

康信念、体育锻炼现状和衰弱的主客体互倚模型,通
过Bootstrap法对各路径进行分析和验证。检验水

准α=0.05。

2 结果

2.1 社区老年夫妻衰弱情况 624名社区老年人衰

弱总发生率12.50%(78/624)。312对夫妻中,29名

(9.29%)妻子衰弱,49名(15.70%)丈夫衰弱,两者

比较,χ2=5.861,P=0.015。社区老年夫妻双方衰

弱评分比较,见表2。

2.2 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评分比较

 见表3。

表2 社区老年夫妻双方衰弱评分比较 分,M(P25,P75)

组别 人数 总分 躯体 心理 社会

妻子 312 3.00(2.00,4.00) 2.00(1.00,3.00) 0.00(0,1.00) 0.00(0,1.00)
丈夫 312 4.00(3.00,4.00) 3.00(2.00,4.00) 0.00(0,1.00) 0.00(0,1.00)

Z -6.165 -6.309 -2.690 -3.090
P <0.001 <0.001 0.007 0.002

表3 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评分比较 分,x±s/M(P25,P75)

组别 人数 锻炼健康信念
体育锻炼

强度 频次 时间 运动量

妻子 312 161.02±10.82 3.00(2.00,3.00) 3.00(3.00,4.00) 3.00(2.00,3.00)18.00(12.00,30.00)
丈夫 312 152.55±10.80 2.00(2.00,3.00) 3.00(2.00,3.00) 3.00(2.00,3.00)18.00(12.00,27.00)

t/Z 9.785 -3.431 -2.514 -4.317 -2.613
P <0.001 <0.001 0.012 <0.001  0.009

2.3 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和衰弱的相关

系数 见表4。
表4 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和衰弱的相关系数

妻子
丈夫

衰弱 运动量 锻炼健康信念

 衰弱    0.189 -0.167 -0.168
 运动量   -0.213 0.168 0.213
 锻炼健康信念 -0.191 0.275 0.242

  注:均P<0.05。

2.4 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与衰弱的主客

体互倚模型构建 使用 AMOS23.0软件建立社区

老年夫妻间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与衰弱的 APIM
模型,并借助于该模型实现对社区老年夫妻间主体

和客体效应的测量。经分析发现,模型拟合结果为

χ2/df=1.803,RMSEA=0.051,CFI=0.972、
GFI=0.988、NFI=0.942、IFI=0.974,TLI为

0.930,AGFI为0.958,可见模型拟合良好。研究结

果显示,在锻炼健康信念水平上,夫妻间锻炼健康信

念对自身运动量存在主体效应(β妻子=0.284,β丈夫=
0.301,均P<0.05),对对方锻炼行为存在客体效应

(β妻子=0.202,β丈夫=0.144,均 P<0.05);夫妻间

运动 量 对 自 身 衰 弱 状 态 存 在 主 体 效 应(β妻子 =
-0.262,β丈夫=-0.250,均P<0.05),对配偶的衰

弱存在客体效应(β妻子=-0.159,β丈夫=-0.124,均
P<0.05),见图1。最终模型的路径统计分析结果,
见表5。

图1 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体育锻炼现状与

衰弱得分APIM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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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5 最终模型的路径统计分析结果

路径 β SE 95%CI
妻子健康锻炼信念→妻子运动量 0.284 0.047 0.189~0.373
丈夫健康锻炼信念→丈夫运动量 0.301 0.047 0.203~0.388
妻子健康锻炼信念→丈夫运动量 0.202 0.053 0.096~0.303
丈夫健康锻炼信念→妻子运动量 0.144 0.054 0.042~0.249
妻子运动量→丈夫衰弱 -0.159 0.057 -0.268~-0.045
丈夫运动量→妻子衰弱 -0.124 0.050 -0.222~-0.026
妻子运动量→妻子衰弱 -0.262 0.050 -0.355~-0.158
丈夫运动量→丈夫衰弱 -0.250 0.059 -0.364~-0.131

 

3 讨论

3.1 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和衰弱情

况 本研究中,社区老年人衰弱发生率为12.50%,略
高于He等[1]通过 Meta分析得出的10%。分析其原

因,可能与该 Meta分析中,所纳入的研究多来自台

湾、香港,其整体经济水平和社区资源普遍高于郑州

有关。同时,本研究显示社区老年夫妻中,妻子衰弱

发生率显著低于丈夫(P<0.05);两者锻炼健康信念

处于中等偏高水平,体育锻炼运动量处于中等水平;
妻子的锻炼健康信念高于丈夫,丈夫的运动量高于妻

子,且两者在运动强度、运动频次、运动持续时间上存

在显 著 差 异(均 P <0.05),与 其 他 研 究 结 果 相

似[22-25]。这可能是因为成年男性通常比同龄的女性

更强壮、更有力量,可能达到的锻炼强度更高[26-28];女
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家务活动,有些还承担孙辈抚

育任务,尽管有较强的锻炼健康信念,但每天空闲时

间少,导致其锻炼水平较低,同时频次减少,持续时间

较短[29]。本研究中丈夫衰弱率和衰弱得分均大于妻

子,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以家庭为背景,由于家庭成

员共享的家庭环境涉及相同经历、相同规则和相同期

望等,使夫妻双方趋于一致性[30],在此基础上,由于女

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重视自身健康[31],更易于对身体

的不适和自身的疾病采取相应的促进和治疗行为,男
性受传统观念影响忽视疾病,不寻求治疗。因此,医
护及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应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,设计

针对性别的锻炼健康宣教与计划,并考虑如何让妻子

更多地参与运动锻炼,以达到更好的家庭康复效果。
3.2 社区老年夫妻锻炼健康信念、运动量和衰弱状

况的主客体效应

3.2.1 运动量与衰弱状况的主客体效应 本研究显

示,在主体效应方面,社区老年夫妻双方的运动量对

自身的衰弱情况存在负向作用;在客体效应方面,社
区老年夫妻双方的运动量对彼此的衰弱情况存在负

向作用。说明老年夫妻的锻炼行为和衰弱之间存在

相互依存关系,这与Lyons等[7]提出的二元疾病管理

理论相符。研究表明,老年配偶间更易相互鼓励和支

持[32],由于大多数中老年夫妇已经结婚30年或更长

时间,长期一起进行活动,夫妻在身心健康方面更加

相互依赖。因此,配偶一方科学地增加运动量不仅能

直接预防或改善其自身的衰弱,也能通过营造积极的

运动氛围,间接促进另一方增加运动量,从而预防或

减轻其衰弱;并且,若一方处于衰弱状态,其配偶会相

应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和照护任务,占据和挤压其进行

锻炼的时间,导致配偶运动量不足,进而引起或加重

配偶的衰弱。这提示医护和社区卫生工作人员,随着

老年人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,应重视配偶之间的支持

性行为,促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激励,帮助双方

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足够的运动量。这一现象还提醒

研究人员,在评估老年夫妻一方的衰弱状况时,应将

配偶的运动情况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,避免因单方面

干预导致的配偶之间健康差距进一步扩大。同时,应
该制订更多以家庭为基础的康复干预和预防衰弱的

方案,以改善社区老年夫妻共同承受衰弱的负面影

响。
3.2.2 锻炼健康信念与运动量的主客体效应 本研

究显示,在主体效应方面,社区老年夫妻的锻炼健康

信念对自身的运动量存在正向作用;在客体效应方

面,社区老年夫妻的锻炼健康信念对彼此的运动量存

在正向作用。信念是人的动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

分[10],锻炼健康信念越强,人们越倾向于进行体育锻

炼[19],这与健康信念模式[33]相符。个体锻炼健康信

念主要通过对疾病威胁的认知、对健康行为益处和障

碍的认知、对自我效能的认知进行改善,较高的锻炼

健康信念有利于社区老年人及其配偶加强锻炼,并彼

此促进感知到更多的支持,为进一步改善双方衰弱状

况作铺垫。因此,在运动锻炼干预中,也应强调二元

管理,不能仅限于衰弱老年人本身,更应明晰二者锻

炼健康信念并据此制订相应的运动计划,帮助其及其

配偶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。

4 结论
本研究显示,老年夫妻的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彼此

的衰弱状况,且双方的锻炼健康信念调节彼此的锻炼

行为,证明了二元层面衰弱干预的可行性。因此,本
研究建议将衰弱老年人及其配偶共同纳入干预,结合

锻炼健康信念制订针对性方案,不仅促进自身锻炼和

衰弱预防,还能减轻配偶的照护负担,促进健康合作。
锻炼健康信念应作为干预重点,通过相关健康教育和

运动干预,使衰弱老年人及其配偶认识到衰弱的风险

和运动益处,并克服参与障碍,提高信念感。同时,妻
子的锻炼健康信念优于丈夫,应将性别因素纳入干预

方案,促进双方行为改变。本研究仅调查了锻炼健康

信念对锻炼行为以及锻炼行为对衰弱的影响,还应考

虑其他影响因素并纳入进行后续研究。此外,本研究

仅为横断面研究,为了提高可信度,在后续研究中可

进一步开展纵向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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